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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總生育率TFR的誤導性

臺大經濟系駱明慶老師（2007）近

二十年前的論文指出，臺灣社會當時已

經注意到總生育率（TFR, total fertility 

rate）快速下降的問題。高齡化、勞動

力不足、生育獎助、托兒設施，當時也

已蔚為話題。不過，當時他分析發現：

「1995-2005年間看似快速下降的總生育

率，其實有將近85%是來自於20-29歲婦

女有偶比例下降的貢獻。」（駱明慶，

2007，頁55-56）換句話說，這段時間總

生育率的下降，可以用人口學的「步調效

應」（tempo effect）來解釋—臺灣人

不見得是終身少生，而是開始晚婚而晚

生。也因此，臺灣或許隨後會出現「補償

效應」（recuperation effect），晚婚、晚

生的人，最終還是結婚及生育。所以駱明

慶（2007，頁57）審慎且並不悲觀的結論

是：「當晚婚的世代順利在30-39歲的階

段逐漸進入婚姻生活，他們在20-29歲時

所延緩的生育數，能否在未來的生育統計

中顯現出來，總生育率是否能夠停止下

降甚至回升，是未來值得繼續觀察的重

點。」

這篇論文刊出後的第一個十年。臺

灣總生育率確實「停止下降」了。2007年

1.10，2016年1.17。其中，2012年龍年還

出現峰值，回升至1.27。只可惜第二個十

年，下降趨勢又繼續發生。

不過放眼地球另一端，總生育率是

否能夠停止下降「甚至回升」？答案是肯

定的。根據OECD Family Database共計52

國、1984至2024年的總生育率數據，若篩

選十年內TFR上升幅度最大者，則前五名

國家，如下表1。這五國在十年內的TFR

上升值，皆達0.4以上。

數據中，52國1984年總生育率平均

值為2.41，至2023年平均值下降為1.49。

可知全體趨勢乃為下探，這五個國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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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異常。

查閱既有文獻，除了瑞典、丹麥以

外，另三個可泛稱為中東歐國家（CEE,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文獻多分

析，這些國家總生育率數字的回升，主要

就是來自「步調效應」的消失與「補償

效應」的出現。1990年代共產主義政體

崩潰後的政治經濟震盪，導致CEE人民的

生育決策大幅延後。但21世紀起，經濟

環境改善，推遲生育的步調效應不再明

顯；同時，補償效應發威，十年前選擇暫

不生育的人，在十年後紛紛實現生育決

定（Goldstein et al., 2009; Sobotka, 2011; 

Sobotka & Fürnkranz-Prskawetz, 2020）。

由上述文獻可知，總生育率在數年

內的下降趨勢，可能只是一國人民有許多

人開始傾向晚生所致；下降趨勢停止，可

能只是先前選擇晚生的人，時間到了，終

於生了而已；趨勢反轉回升，則可能是晚

生的終於生，以及一部分人也決定不再晚

生，雙重效果的疊加。這三種情況下，一

國人民、每一個世代，最終他們決定生育

的子女數，可能根本都沒有改變。但總生

育率TFR的數值彷彿是搖晃的燭火，火焰

忽小忽大，讓在乎它的人一下子捏把冷

汗、一下子歡欣鼓舞。

Sobo tka與Fürnk ranz -P r skawe tz

（2020，頁203）批判，本世紀以來CEE

國家TFR回升的表象，根本不容樂觀。

因為滿40歲的世代（假設他們不會再生

育），與老一輩相比，平均生育子女數其

實明顯下跌了。他們也認為，世代實際生

育的指標，不會受短期波動干擾，才是掌

握一國生育情形的“better picture”。例如

表 1　近年總生育率 TFR 快速提升國家及其數值

原始TFR（年度） 升高後TFR（年度） TFR增加值

拉脫維亞 1.10 （1998） 1.58 （2008） 0.48

保加利亞 1.11 （1998） 1.56 （2008） 0.45

愛沙尼亞 1.28 （1998） 1.72 （2008） 0.44

瑞典 1.503 （1999） 1.940 （2009） 0.437

丹麥 1.400 （1984） 1.809 （1994） 0.409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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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生育率」（CFR, completed fertility 

rate）。

只可惜，現實上，無論是少子女化

的政策評估研究或政治議程，依然多數圍

繞著TFR，而不是CFR。TFR是有誤導性

的，但燭火搖曳間，我們卻無法捨棄它。

貳、瑞典經驗：洪荒之力的極
限

但瑞典呢？瑞典是北歐社會民主福利

體制國家的代表，也是當代家庭政策的典

範國。它早在1960年代就開始推動普及公

共托育，1970年代就開始推動性別中立的

育嬰假。無論嬰幼兒家外送托率、幼兒母

親的勞動參與率、父親的育嬰假申請率，

瑞典都是已開發國家的佼佼者。根據表

1，瑞典也在TFR上升速度最快的國家中

名列前茅。就算TFR不是精準的指標，誰

能主張瑞典的家庭政策，對於增加生育子

女數沒有絲毫作用？

同樣近二十年前，挪威人口學者

Hoem（2005）分析，瑞典TFR歷年變化

雖然是「雲霄飛車式的」（roller-coaster 

fertility），但CFR相對穩定。TFR於1980

至1990年提升約0.5，1990年至2000年又

下降約0.6，上升與下降幅度都不小。但

是1965年出生世代的生育子女數（在2004

年，他們39歲時）平均仍接近2人，這個

數字和過去二十年的瑞典人並無二致。

Hoem（2005，頁568-569）認為，瑞

典TFR的起起落落當然有許多解釋，但

CFR的長期穩定，除了要歸功於瑞典政治

對於性別平等型家庭政策的堅定共識（即

使政府財艱困時），瑞典社會在私領域、

公領域各面向，長期都已朝向性別平等

發展，更為關鍵。比方說，瑞典社會提倡

的早就不是「母親有就業的權利」，而是

反過來，「就業女性也有養育子女的權

利」（right of working women to also have 

children）—女性理所當然早就要就業

與經濟自主了！光是這項出發點，就已經

和其他家庭主義傾向的歐洲國家不同。也

因為追求性別平等，就需要高度彈性的教

育、托育及勞動體系，因此瑞典社會整體

都在「改善親職與勞動參與的相容性」

（improving the compatibility of parenthood 

and labor-force participation）。

檢視瑞典數據，若以40歲世代的平

均已生育子女數為標準，計算近半世紀

（1984至2024年）每一年年齡層的「完成

（40世代）生育率」（CCF40, completed 

cohort fertility rate by 40），則其變化如下

圖1。由於CCF40是當年度達40歲者，在

年底的平均已生育子女數。2024年能夠算

出的CCF40，是指1984年出生者。故橫軸

最左以「1984年（1944出生）」，最右以

「2024年（1984出生）」標示。

根據圖1，Hoem（2005）所謂「瑞典

TFR雲霄飛車、CFR相對穩定」，這個觀



王兆慶   臺灣少子女化的政策與政治困境

社區發展季刊　195 期 41 中華民國 115年 9月

點即使在論文刊出之後的二十年，幾乎仍

可適用。雖然這後二十年，瑞典CCF40真

的下跌了一些，那也只是代表2024年滿40

歲的世代（1984年生者）平均生育子女數

為1.8，比起二十年前（2004年）的40歲

瑞典人（1964年生者）平均生育子女數為

1.95人，少了0.15人而已。

圖1也可看出，CCF40些許的減少

值，相比於瑞典TFR晚近五年的暴跌，呈

現出根本完全不同的光景。可以想見，

TFR的起起落落，只是燭火般的晃影；

CCF40的穩定，才是一代一代瑞典人蓋棺

論定的生育選擇。而如果我們相信Hoem

（2005）的解釋，那意味著，瑞典政府和

國民乃是用盡半個世紀的洪荒之力，來建

構出一個「家庭政策及整體社會皆致力於

性別平等」的人類環境，以維持CCF40於

不墜。但同時，這也意味著，儘管你使出

瑞典這般的洪荒之力（普及福利、職場友

善、家庭責任平等⋯⋯），也僅僅能維持

CCF40不墜罷了。因為就連瑞典，1984年

迄今，也並不曾真正有效地「提振」完成

生育率。

參、政策藥方與因果異質性

運用政策提振TFR還是可能的，許多

計量研究對此有一定程度的共識。雖然這

圖 1 瑞典 TFR 及 CCF40 趨勢比較圖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Human Fertility Database（2025年7月24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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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政策效果，往往只是挪動民眾生育決

策的時間，不見得讓人「多生」。但作者

就讀博士班時，人口學者王德睦老師，曾

在一對一的課堂上指點作者：迴避「晚

生」，短期內每年引導出一波一波因政策

而提早出生的兒童，至少可以維持人口金

字塔的平滑，減少暴跌型的斷層。換句

話說，這代表未來的勞動力組成不致出現

突然的萎縮，依賴勞動力繳費的社會保險

（例如年金、醫療）也會稍微多些苟延殘

喘的時間。

Sleebos（2003）很早就用OECD的國

家層級資料，抓出單一年度的TFR（1998

年），簡單橫向比較各國政策數據與TFR

的相關性，包括現金、托育、工作家庭平

衡三種家庭政策。以迴歸係數來說，他的

計算結果是：（一）現金補助占GDP每

增加1個百分點，TFR預測增加約0.09。

（二）3歲以下托育使用率每增加1個百

分點，TFR預測增加約0.01。（三）工作

家庭平衡指數每增加1單位，TFR預測增

加約0.06。但三者的R-square差距頗大，

現金補助只有0.07，工作家庭平衡指數是

0.27，托育使用率則是0.43。這代表現金

補助與TFR的關係，各國離散程度極大；

托育使用率與TFR的關係，各國的分布相

對集中於迴歸線附近。

Luci-Greulich與Thevenon（2013）也

用國家層級資料，選取OECD中16個國

家，蒐集1982至2007年的panel資料，估

計十個政策相關變項對TFR的影響。其

三項主要發現為：（一）在五種模型設

定中，皆有統計顯著性的是兒童津貼，投

入的財政額度占GDP的比例每增加1個百

分點，TFR預測增加0.02至0.037。（二）

0-2歲的家外送托率，在五種模型也皆有

統計顯著性，每增加1個百分點，TFR預

測增加0.005至0.009。（三）女性平均年

總工時，在四個模型有統計顯著性，每

減少一百個小時，TFR預測增加0.06至

0.076。其他如青中年失業率，只在一個

模型有統計顯著性；未婚生育比例，則是

沒有顯著性。

類似的計量文獻汗牛充棟，這裡

只再引一份聯合國人口基金晚近的報告

（Sobotka et al., 2019）。這份報告回顧

了過去二十年、超過四百篇文獻，大致

有以下重要觀察：（一）定期的現金移

轉對TFR有「微小但正面」（small but 

positive）的效果。部分研究認為，現金

對低收入家庭較為有效。（二）3歲以下

托育率每增加10%，各研究估計普遍有

效，TFR增加效果從0.08至0.12不等。也

有研究指出，對高教育程度女性的第二胎

以上胎次更有效。（三）育嬰假對TFR的

效果是矛盾的，文獻有正有負，這可能跟

育嬰假政策本身的複雜性有關（長度、

薪資替代率、彈性程度等）。部分國家

資料顯示，低教育程度女性的長期育嬰

假，會讓這群女性傾向連續生育。（四）



王兆慶   臺灣少子女化的政策與政治困境

社區發展季刊　195 期 43 中華民國 115年 9月

長工時對TFR有減少效果。週工時增加一

小時，高教育程度女性的完成生育率會

減少0.05。其機制不只是女性難以兼顧工

作和育兒，也造成男性更不願意投入育

兒。（五）人工生殖技術，對TFR有增加

效果，2014年歐洲平均增加效果為0.03。

（六）「由零胎到一胎」（transition to 

first child）的困難，是歷來家庭政策難以

觸及之處。例如住宅昂貴更會阻止男性進

入婚或育，傳統性別規範更會阻止女性進

入婚或育。

前人努力並未白費，這些挑戰低生

育率課題的學術研究，成為跨國政府決策

者的施政依據。尤其在TFR特別低，少子

女化又蔚為政治話題的日本、南韓、臺

灣，上述福利國家家庭政策（兒童津貼、

托育服務、育嬰假），於晚近都開始大幅

擴張。畢竟這些政策也符合東亞生產主

義福利體制的基調，重視勞動力（Wong, 

2025）。

但奇怪的是，本世紀以來日、韓、

臺的改革，並沒有成功複製歐洲福利國

家家庭政策對TFR的量化效果。舉例，提

升0-2歲家外送托率，幾乎是所有計量文

獻一致認為有效的對策。南韓從金大中總

統（1998-2003）推動「生產性福利」，

以及盧武鉉總統（2003-2008）推動「社

會投資」至今，托育補助、免費托育、托

育卡、托育公共化，都曾經是政策菜單

的一部分；南韓0-2家外送托率，也確實

從2003年約15%，成長到2010年約40%，

再成長到2023年約70%（Lee, 2017；

Fleckenstein & Lee, 2017）。然而南韓的

TFR卻是從2003年1.19跌至2023年的歷史

低點0.72，並沒有如計量文獻的線性預

測，家外送托率增加50%，TFR就增加了

0.5云云。當然，也可爭辯或有延遲效應

（lagged effect），只是目前為止，似無

證據。

聯合國人口基金報告（Sobotka et al., 

2019，頁55、59）對此有淡定的分析。該

報告認為：歐洲那一整套以工作及家庭平

衡來刺激TFR上升的政策，「在職場僵固

及長工時的國家，尤其東亞，不太會成

功。」（may be less successful in countries 

with the culture of rigid work patterns and 

long working hours, especially in East 

As ia .）更甚者，「東亞國家有OECD

各國最不對稱的性別分工」（The East 

Asian countries are characterized by most 

asymmetrical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 among 

all OECD countries.），以及「兒童壓力

大，也提高家長時間、金錢成本的『補

教狂熱』」。（and the “education fever” 

which puts high pressure on children……

also incurring high time and monetary costs 

to the parents.）

哈佛社會系教授Brinton對東亞這類

低生育率國家的特質，也有一個簡潔的

描述詞：「推崇工作的保守主義」（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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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 conservatism）（Brinton & Lee, 

2016）。

這是政策效果的「因果異質性」

（causal heterogeneity）困境。在醫藥研

究中，人類大致都有一樣的肝、一樣的心

臟，所以藥物對每個人的療效相對一致。

但公共政策以國家為界，而國家之間怎麼

可能完全一樣？不同國家彼此的異質性，

龐大到我們難以想像。那些對北歐TFR有

效的政策藥方，在德國也許勉強還行。但

在東亞，國家的「體質」與北歐或西歐應

該是相去甚遠。政策藥方就算被政治所採

納，恐怕也不見得產生一樣的「療效」。

肆、政治的最小抵抗路徑

更何況，臺灣的政治未必真正接納了

這些歐洲發明的政策。

舉例，放眼地方政府，3歲以下公辦

民營托嬰中心（俗稱「公托」）的興辦家

數，其實差距甚大。以需求較高的六都來

比較，截至2025年底的衛生福利部統計顯

示，新北市有126家公托、臺北市93家、

高雄市67家、桃園市57家、臺中市48家，

臺南市只有17家。這並不符合六都的人口

比例。可知3歲以下公托擴張的關鍵，涉

及地方政府政策意志和興辦能力，而他們

彼此並不一致。

再觀察中央政府。舊版的〈我國少子

女化對策計畫（107年—114年）〉也可

看出，3歲以下公托得到的財務資源，和2

到5歲公立幼兒園與非營利幼兒園等（統

稱「公共化幼兒園」）得到的財務資源，

明顯不同。這八個年度，衛生福利部為

「擴大公共化托育量」（增建公托）編列

的預算總計30.48億元，但教育部為「增

班」及「興建」公共化幼兒園編列的預

算，總計328.4億元，兩者相去十倍之遠

（行政院，2024，頁107-108）。跨國政

策評估學術文獻中，以托育服務提振TFR

的焦點都是0-2歲，然而臺灣的托育公共

化施政，資源集中之處顯然並不在此。

從地方到中央，我國政府願意積極投

入的TFR提升政策，主要還是文獻中「效

果微小而正面」的現金移轉型政策。例如

連賢明等（2023）彙整的我國生育一次

性現金給付，22個縣市政府無一缺席，

且多有依胎次提高金額的設計。其中最

慷慨的澎湖縣，第一胎給3萬、第二胎給5

萬、第三胎以上給7萬元。這種一次性現

金給付，甚至還有82個鄉鎮市區所自行

再加碼，其中最慷慨的屏東縣里港鄉公

所，第一到第五胎分別給3、6、9、12、

15萬元。至於中央，衛生福利部和教育

部在「育兒津貼」項下共同編列的連續

八年經費預算，則是總計達2213.47億元

（行政院，2024，頁107、109）。雖然，

Luci-Greulich與Thevenon（2013）估計，

現金移轉需要提高GDP比例一個百分點之

多，TFR才會提升約0.03；臺灣一年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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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25兆計，這形同一年內（而不是分八

年！）就需要2,500億元的生育給付或育

兒津貼，才可能有0.03的TFR回升作用。

為何TFR於全球敬陪末座的臺灣，長

期偏好「效果微小而正面」的現金發放政

策？（但發放總額又遠低於計量研究的有

效門檻）為什麼沒有像南韓一樣，全力衝

刺0-2歲托育服務？為什麼對減少工時的

政策，近乎視而不見？

本文不是經驗研究，沒有質或量的

證據可以提供本土解釋。但西方學者對於

社會政策發展的理論，姑且可以借來參

考，就當作是猜一猜。瑞士社會政策學者

Bonoli（2012）曾以「最小抵抗路徑」假

說（path of least resistance）解釋歐洲各國

年金改革的策略，簡言之，砍年金有先後

次序，政府會避免一開始就砍到有政治否

決權力的群體（veto players）。例如，可

以先處理非典型勞工，或是對未來退休生

活還無感的年輕人，而不要去碰已經退休

或快要退休的人。

同樣的道理，提出少子女化有效

對策，在政治上乍看是一種「邀功」

（credit building）的方法，實際上卻處處

會碰到既有社會結構的痛點，有機會惹毛

各種”veto players”。推動0-2歲托育服

務？家庭保守主義者可能非常不滿，因為

這違反小嬰兒應該由媽媽照顧的價值觀，

而小兒科醫師、兒童發展學者，可能還會

透過科學論述和家庭保守主義者結盟。推

動減少工時？國內七大工商團體鐵定非常

不滿，少子高齡化造成的缺工已經迫在眉

睫，居然還讓勞動力的貢獻度下降？遑論

雇主可以就此減少加薪、苛扣福利，那最

後連勞工大眾也會一起跳腳。

臺北市政府2026年3月宣布，推出育

兒勞工「減少工時不減薪」政策，由政府

支付員工每日減少上班一小時的薪資成

本。希望透過公部門資源介入，引導企業

支持家長減少工時。雖然，這根本不是全

面減少工時的政策，只是針對育兒勞工，

且總經費規模極低的迷你型試辦計畫。但

北市府宣布政策後，引來的社群網路反

應就已非常兩極。正方紛紛叫好，反方卻

也罵聲不斷：「我就問為什麼沒小孩沒結

婚的人要幫同事處理這一小時的工作量？

為什麼要比別人多上一小時的班？」「安

親班老師跟學校老師如果也提早一小時下

班的話？」「我只覺得這是變相懲罰沒結

婚的。另外勞動市場，有結婚的更難找工

作。」「如果這樣實行後私人企業主和主

管都能接受並且有配套措施嗎？真的這樣

做提早下班去接小孩的人不會被其他不用

接小孩的同事排擠找麻煩嗎？」

於是，即使2025年臺灣創下TFR只有

0.695的全球新紀錄，最不會引發爭議的

政策新聞仍是：〈南投草屯明年發兒童生

日禮金，每人2萬元「一路發到5歲」〉、

〈發錢催生！彰市擬發兒童生日禮金最多

領6萬，拚明年元月上路〉，諸如此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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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原因不難推測—發小錢，立竿見

影、容易宣傳，不需要配套的行政系統，

也不會觸及既有社會結構或利益格局的改

變。其政策效果也許最差，但政治成本卻

是最低的，非常符合選舉政治的短期期

待。

伍、無解的深層難題

最後，有三個政策及政治的綜合困

境，似乎是臺灣少子女化的無解難題。

第一、房價。聯合國人口基金的文

獻回顧報告指出（Sobotka et al., 2019），

購屋價格昂貴，對青年的婚、育意願都有

負面影響，且這個效果對男性更高一點。

巧的是，馬英九總統時期的前行政院衛

生署署長楊志良（2021），也曾發布過

自己主持的一份民調，他有一樣的發現：

「未婚而有結婚意願者⋯⋯不婚的原因

（可複選），男沒房及收入不夠（63.3%

及47.7%），明顯高於女性的24.3%及

8 .7%，且年紀越輕，越在意有房及收

入；渴望自由自在，則女性（38.8%）遠

高於男性（29.4%）。」

不過聯合國人口基金的另一份報告

（UNPF, 2025）補充，房價對婚、育意願

的影響，其實受到文化差異的調節。譬如

中國人、伊朗人，都有「買房才能結婚」

的文化心態；但是德國或荷蘭的青年，通

常會覺得租房也沒問題，租到好房子，一

樣可以婚或育。可惜，多數臺灣人似乎是

傾向「有房才能結婚」以及「有房才願意

生」的文化群體。樊家忠等人（2025，頁

91-92）的研究就發現，青年「有繼承房

地產者在父母死亡之後的結婚狀況有顯著

的提升」，而且「如果有繼承房地產，則

（子女數）增加的幅度將遠遠大過沒有繼

承房地產者。」

但是，打壓房價讓青年容易購屋？

政策上這已經超出了家庭政策的範疇，

非本文作者所能妄言。目前所知的是，

研究房價與生育率關係的美國經濟學家

（Dettling & Kearney, 2014）指出，房價

下跌期若是經濟蕭條期，生育率反而會下

跌。且臺灣住宅自有率超過80%，意味著

房地產已經嵌入大多數家庭的資產結構

中。假如政府主動推出逼使房價打七折的

政策（如果有這種政策手段的話），這在

選舉政治上是可欲的嗎？

第二、不婚，甚至不戀。曾有人口學

家拆解世界各國晚近三十年CFR下降的成

因（Zeman et al, 2018），發現中東歐主

要是第二胎以上數量減少導致的，但東亞

卻是第一胎減少—也就是更多人根本終

身沒有生育，所導致的。由於東亞（日、

韓、臺）的非婚生育子女比例，相比於歐

美都極低，可以推測，東亞新生兒人數年

年下降的趨勢背後，形同東亞的結婚人數

年年持續下降。且不婚的傾向，部分來自

根本不戀愛。日本內閣府兒童家庭廳（こ



王兆慶   臺灣少子女化的政策與政治困境

社區發展季刊　195 期 47 中華民國 115年 9月

ども家庭庁，2024）晚近發布的〈青年生

活規劃與交友意識調查報告〉，發現25歲

至34歲的未婚男性中，有36.7%完全沒有

戀愛經驗，這個數字幾乎倍於同齡未婚女

性的22.5%。日本社會的流行語「草食系

男子」，並非空穴來風。

這項東亞難題，也徹徹底底不屬於

歐洲福利國家家庭政策的守備範圍。解方

為何？日本學界晚近認知到，少子女化

對策過去集中於育兒環境的改善，但其

實日本出生率下降的真正瓶頸乃是不婚現

象。故安倍內閣從2013年起，將促進結婚

納入地方創生政策的目標之一（松浦司，

2024）。地方政府紛紛推出「結婚禮金」

政策，例如29歲以下結婚可領六十萬日

圓、39歲以下結婚可以領30萬日圓；地方

政府也紛紛推出公辦「婚活」，亦即公部

門主辦的大型聯誼或婚友服務；2024年，

東京都廳甚至推出自己的實名制交友軟

體。

這些政策有效嗎？文獻沒有一致的

證據。倒是有質性研究批評（高橋勅徳，

2020），「婚活」發達，造成參加者傾

向用更精密的條件篩選交友。畢竟除了

年齡與外貌，現在職業、收入、興趣，也

都可以事先電腦篩選。又因為可挑選的對

象極大化，參加者想撿大石頭的心理增強

了（海灘繼續逛下去，下一顆石頭會更

大！），彼此更容易因為小小的不順眼而

中斷約會關係。「婚活地獄」恐怕是讓結

婚變得更難，而不是更簡單。至於東京都

的公辦交友軟體，推出近兩年，正式會員

只有約3萬4千人，配對成功結婚者只有

208對（町岡マチ子，2026）。

政治上呢？筆者參加過某智庫的一

場少子女化對策會議，席間有資深學者主

張，臺灣政府也應推動公辦聯誼及交友軟

體。但一位年輕政治幕僚隨即發言：「我

是二十六歲的青年女性，我如果聽到政府

大推聯誼或交友軟體，絕對會翻白眼！而

且身邊如果有誰去註冊政府app，一定會

被朋友嘲笑！」此案在會議上只好不了了

之。有趣的是，這位主張公辦交友軟體的

資深學者，會中也主張「鼓勵非婚生育」

（或用一個較煽動性的詞：婚育脫鉤），

可見他不是單純的保守派。但另一位學者

又打槍他：「臺灣人很保守，政府碰婚

姻，會引起文化戰爭。」故此案也不了了

之。

第三、中國的武統陰影與政治滲透，

以及世界威權與民主體制國家的對抗格

局，所形塑出的未來不安感。深入分析此

事？本文力有未逮。但未來不安感會拉

低一國出生率嗎？共產主義瓦解後的中

東歐、金融海嘯時期陷入債務危機的南

歐，以及晚近陷入戰爭的烏克蘭，都有

人研究，答案也都是「會」（Goldstein et 

al., 2009; Comolli & Vignoli, 2021; Rogoża, 

2023）。雖然臺灣目前為止沒有量化或質

化經驗研究探索這一題，但本文猜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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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未來不安感也是TFR下降背景成因之

一。有人稱臺灣的少子女化為「國安危

機」，但另一個國安危機—眼前的國家

人權保障與民主政治體制能否存續？兩種

國安危機，可能是有連動關係的。

陸、無法回頭的新生兒出生數

最後，假設臺灣用盡洪荒之力成功翻

轉TFR，且速度擠身表1的全球最成功國

家之列，十年內提升達0.4（從0.695提升

至1.1），「每年出生數」的增加其實也

非常有限。詳如下表2。

表2是以2025年臺灣現行育齡女性

（15至49歲）的分齡人口為基礎，再根

據5至14歲未來十年會加入育齡女性的人

數，以及40至49歲未來十年會退出育齡

女性的人數來估計的。由於少子女化已

經發生很長一段時間，育齡女性總人口

本來就會持續萎縮。就算總生育率TFR有

所回升，回升效果也只能稍微抵消育齡

女性的萎縮，不會徹底翻轉趨勢。也就

表 2　臺灣 TFR 不變或回升之每年出生數推估

年度 情境一TFR 情境一出生數 情境二TFR 情境二出生數

2026 0.695 100,324 0.736 106,502

2027 0.695 97,874 0.776 109,279

2028 0.695 95,605 0.817 112,332

2029 0.695 93,401 0.857 115,165

2030 0.695 91,299 0.897 117,901

2031 0.695 89,318 0.938 120,536

2032 0.695 87,444 0.979 123,109

2033 0.695 85,661 1.019 125,562

2034 0.695 83,960 1.06 128,009

2035 0.695 82,387 1.1 130,379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王兆慶   臺灣少子女化的政策與政治困境

社區發展季刊　195 期 49 中華民國 115年 9月

是說，光靠女性平均每人生育意願回升

到TFR=1.1，因為青中年女性人口數的減

少，這樣的人口結構也只能讓每年的出生

數微幅增加而已。想要回到十年前（2016

年）TFR=1.1，但年度內新生兒還有二十

萬的「榮景」？那麼2035年，TFR目標必

須高達1.7。

柒、結語：理想與現實

論文的結尾通常會被期待提出政策建

議，但本文不打算這麼做。

晚近有臺灣學者提出批判性的替代理

想，主張臺灣社會不必以傳統態度執著、

糾結於低生育率困境，應該放眼至新的、

正向的願景。例如鄭力軒（2026）認為，

「少子化是社會正向發展下的副作用」，

所以不要再陷入「媒體慣用的『催生』的

說法，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是否要回復過往

家庭體制中對於育齡人口個別是女性的桎

梏⋯⋯少子化對策的論述應聚焦在『善待

每一個兒童以及育兒者』，也就是將育兒

進一步社會化。」葉明叡（2026）更激進

地認為，「少子化本身，正是一個社會整

體發展的『社會自由度』的指標。」「我

們要繼續保有、擁護得來不易的自由。」

「當然，於此同時，我們要努力嘗試不同

的措施應對少子化現象⋯⋯（但）這些努

力，是以政治共同體永續發展為目的⋯⋯

不危及社會發展果實，讓人們盡可能享有

最高水準的生活品質，以及最大程度的自

由。」

然而，臺灣的選舉政治會接納上述

觀點嗎？本文傾向認為，少子女化在未來

十年內，仍將持續被詮釋為執政黨治理

能力差勁的證據，或是青年幸福感低落

的指標。少子女化一直是良好的「政治提

款機」，無論是馬英九總統八年或蔡英文

總統八年，過去如此、未來亦然。每年年

初，政府公布相關數據時，在野黨都會

「撿到槍」。因為它象徵著一籃子數不清

的困境：低薪、高房價、時間貧窮⋯⋯諸

多問題「害人不敢生小孩」的負向情緒敘

事框架，會逼使執政黨不斷被問責。

執政黨當然有責任。不過，這種局勢

將造成一場接一場歹戲拖棚的政治演出。

執政黨將在「明知不可為」的情況下，不

斷推出福利政策加碼（最有可能的政策選

擇當然是快而有感的現金給付）；然而它

採取的任何行動，在本文分析的條件下，

效果必然有限。於是少子女化將是一個永

遠可以被政治化的議題，執政黨永遠因此

失分，反對黨永遠有炮彈可打。而隱身在

少子女化背後的諸多結構性痛點：一家庭

保守主義及性別化親職、二職場工時僵固

及不友善、三兒少補教熾熱競爭、四購屋

欲與高房價、五不戀不婚傾向、六臺海歧

見及共同體的瓦解危機，或本文未能論及

的托育不安全感、厭童文化壓力等，則有

很高的機率，無論執政黨或在野黨都不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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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觸，或者束手無策。畢竟這些議題，臺

灣人民雖然是受害者，但往往同時也是加

害者，你我可能都推了一把。

少子女化已經消耗了臺灣公民社會

與選舉政治二十餘年的力氣。現在，我們

還需要簡單的憤怒出口，或任意抄來的政

策藥方嗎？或許不如先直視現實，也花一

些時間，消化現實帶來的無力感。然後才

問自己：我們會繼續選擇討好人心的快速

加碼？或者我們會為了兒童權益、青年發

展與性別平等，嘗試整個社會結構與生活

秩序的大幅重組？即使代價不菲，成效有

限？還是，太不划算了，乾脆放棄，資源

轉投其他課題？

問題不只是知不知道，更是要或不

要。這是考驗臺灣能否作為一個共同體

做出集體決定的時刻。我們能否正視TFR

的誤導性，而不是因為短期的下降或上

升，急於憤怒或欣喜，或急於牽強附會；

我們能否注意到政策選擇的政治本質，進

而形成價值判斷的天平，認清何種政策觸

及結構改革，何種政策只是挑軟柿子吃；

最後，我們能否忍受漫長的人口黑暗期，

卻仍堅持推進青年、兒童、家庭的公共支

持體系。選民自己、政黨、行政機關，會

有共識做出這樣大幅度的變革嗎？我們會

走上現有政治結構幾乎最不可能走上的那

條路嗎？本文想到的不是結論與建議，而

是一部老電影《魔戒》的台詞—佛羅多

說真希望自己從來沒有拿到魔戒，甘道夫

說，對啊，我們都會這樣想，“But that is 

not for us to decide. All we have to decide is 

what to do with the time that is given to us.”

（本文作者為托育及就業政策催生聯盟召

集人）

關鍵詞： 生育率、家庭政策、因果異質

性、最小抵抗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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